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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科技發展與政策之常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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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民眾對奈米科技發展的態度，以及對

奈米產品標示的看法。透過全國性電話調查資料（N = 941），本研
究發現民眾對於奈米科技的支持與否，受其本身科學價值觀的影響

較深，而非奈米知識的多寡。此結果顯示，在風險溝通的過程中，

提供訊息並非增加民眾支持度之有效策略，傳播者也應注意認知捷

徑的影響。在產品標示方面，風險感知、倫理衝突感知是主要預測

變項，可見標示可能成為一種「警告機制」，影響奈米產品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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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科學、科技相關議題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討論。舉凡

H1N1 新流感疫苗的緩打潮、核四興建案、國光石化開發案，以及美

國牛肉進口等，都是具有科學內涵的社會爭議事件。這些事件共同點

出了科學在解決當代問題時的侷限性，以及科學決策背後考慮公眾意

見的重要性。例如 2012 年美國欲進口含有瘦肉精的牛肉至台灣，在

官辦的專家會議當中，與會者不但無法對於瘦肉精的每日攝取容許值

達到共識，後來的研究還發現，民眾對於美國牛肉的風險感知及未來

消費行為，都和政治信任有關（陳憶寧，2011）。由此可見，人們對

於科技風險的判斷，並非全然從科學的角度出發。

事實上，新科技由於發展快速、樣貌複雜、不確定性高，牽涉

的範圍已超出既定科學專業所能涵蓋的區域。有鑑於此，許多學者

認為，科技及其風險的治理，也應從封閉式的科技官僚決策，轉為

能夠體察、納入公眾意見的參與式決策（Pidgeon & Rogers-Hayden, 
2007）。因此，瞭解民眾看法便成為了現代科技溝通過程中很重要的

一環。此領域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深入瞭解「社會上的不同群體對於新

科技 [1] 想知道些什麼？這些新科技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為何？民

眾的擔憂為何？以及他們從何處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Scheufele, 
2007: 48）。系統性地探究人們關注的議題方向，可以讓新科技在發

展的過程中，較貼近民眾的需求，以及和社會產生較小的摩擦，進而

建立永續的科技與社會關係（Scheufele, 2013）。

本文以奈米科技為例，試圖瞭解台灣民眾對此一新興科技與相

關政策的看法，以及影響民眾態度的因素。此類研究可讓研發者與

產業知悉民眾偏好，據以發展適當的溝通策略，使得有限的資源得

以聚焦於迫切需要溝通的風險項目或目標對象（Nisbet & Scheufele, 
2009）；另一方面，決策者也可依人民需求，擬定未來新科技發展的

方向，以及瞭解制訂規範之必要性，以降低來自公眾的阻力。

奈米科技在台灣受到政府十二年國家型計畫（2003 ~ 2014）的

支持，不論是投入的資金，或產品、專利數量，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Hullmann, 2006）。然而，奈米國家型計畫以「奈米科技產業化」

為目標，雖然研發成果豐碩，且市面上相關商品眾多，但民眾對此科

技的內涵與影響卻瞭解不深。而近年來雖然政府已開始關注新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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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與安全（EHS）面向，由公部門資助、從公眾感知角度出

發的研究案卻仍相當稀少，以環保署為例，在其近年來委託之 54 件

研究案中，僅有三件涉及公眾對奈米科技之理解（環境奈米科技知識

平台，2013.01.12）。

相較於國內的狀況，歐美對於民眾如何看待奈米科技，已累積

許多設計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Currall, 2009）。這些研究一部分強

調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認為科學知識是民眾支持新科技與否的關鍵

（e.g., Miller, 1998），因此政府或科學家應該灌輸民眾科學訊息，促

進學習。但晚近的研究則發現，人們在面對不熟悉或較難理解的議題

時，例如科學或新科技，可能無法依靠訊息來形成態度，而是會使

用夠迅速幫助他們做出判斷的認知捷徑，例如科學崇敬、信任感等

（Brossard & Nisbet, 2007；Nisbet, 2005）。雖然科學知識與認知捷

徑不見得是兩個相抵觸的影響因子，但許多研究皆聚焦於兩者的比較

（Lee & Scheufele, 2006；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故本研究

也採用此研究架構，以瞭解台灣民眾對奈米科技發展及政策的態度。

此外，許多研究也指出，媒體使用（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以及和奈米科技相關的特定感知因素，包括利益、風險與倫理衝突

（Lee,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皆會影響民眾態度，因此本研究也納入這些變項。

而由於奈米分子和一般存在於自然界的分子具有不同特性，以致

於運用奈米科技的產品可能會有不同、無法預測的風險，而這樣的風

險或許會讓現行法規不再適用（Besley, Kramer, & Priest, 2008）。一

些制訂新法的呼聲於是應運而生，其中最受到廣泛討論的，即為奈米

產品的標示（labeling）。鑑於國際上對奈米產品標示的研究相當稀

少，本研究亦將檢視台灣民眾對此政策的看法。

貳、文獻探討

一、科學知識與民眾態度

新科技的發展被認為是奠基於一群關心科學、對科學有興趣的

公眾，也就是具有「科學素養」的公眾。1960 年代一直被視為是科

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因為科技進步，使得美國能夠在太空競賽中技壓

蘇聯。現代學者在感嘆當今民眾科學素養低落時，經常會緬懷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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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景，並將如此成就歸因於前人對科學的關懷、理解與支持（Nisbet 
& Scheufele, 2009）。[2] 此外，1980 年代左右，美國與歐洲民眾對於

科學逐漸生出懷疑態度，愈來愈不認為科學是一股「正面力量」，

如此負面觀感也被認為和民眾低落的科學知識脫離不了關係（Allum, 
Sturgis, Tabourazi, & Brunton-Smith, 2008）。

而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情境中，科學知識更是民眾

應該具備的基本公民能力之一。Shen（1975: 265）就認為，「科學

幾乎影響了人們生活的每個層面，因此不論是否為科學家，都應對科

學及其應用有更深入之瞭解，就算只是為了最基本的趨吉避凶目的也

好」。Miller（1983）也認為，人們應該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以便

能夠閱讀、理解媒體上和科技有關的報導。

然而，科學知識和民眾科技態度之間的關聯性，長久以來一直

沒有定論。例如，Nisbet et al.（2002）發現了科學知識讓人們更相信

科學能帶來好處，並讓人們對科學較無顧慮（reservations）。在特定

科技領域中，Lee & Scheufele（2006）發現了奈米知識對於民眾態度

有正面的預測效果。同樣地，Brossard & Nisbet（2007）也發現了民

眾所擁有的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知識愈豐富，愈有可能支持該科技的

發展。然而，Ho, Brossard, & Scheufele（2008）卻發現概括科學知識

（general science knowledge）對於民眾的幹細胞態度沒有影響；Lee 
et al.（2005）的研究也顯示，在控制了概括科學知識後，奈米知識與

奈米態度之間並沒有任何關聯。

鑑於這些差異，一篇後設分析研究於是檢視了全世界四十個國

家、近兩百份民意調查資料。該論文發現，整體而言，雖然科學知識

與民眾科學態度之間僅存在著微弱的正相關，但這樣的關係沒有因為

國家、文化的差異而有所改變，且考量個別研究在議題與情境上的歧

異程度，作者們認為此正相關有其實質意義（Allum et al., 2008）。

該論文也發現，不同類別的知識與態度，也具有不同的關聯性。例如，

概括科學知識能夠顯著地預測整體科學態度，卻無法預測基因改造食

品的態度。因此，若要解釋民眾對特定科學議題的態度，則需要依賴

特定科學知識（同上引）。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於是採用奈米知識（特定科學知識）作為

預測民眾奈米態度（特定科學態度）的自變項，並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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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奈米知識與民眾的奈米態度間存在著正面關係。

二、認知捷徑與民眾態度

除了實證證據顯示了科學知識的有限影響，近年來的科學與風

險傳播逐漸強調公眾主觀認知的角色，使得研究者已開始在科學知識

之外，尋找其他型塑人們態度的原因。而近十年來較為突出的研究取

徑，即為認知捷徑的影響。認知捷徑指的是那些容易取得且易於使

用、做為決策依據的資訊（Popkin, 1991）。許多研究指出，不論是

在政治或科學領域，人們對相關議題的瞭解與知悉程度都不高，特別

是議題發展的早期，獲取資訊更屬不易，故一般民眾時常無法透過系

統性地解讀訊息以幫助決策。這類「低訊息公眾」（low-information 
public）因此常依賴認知捷徑作為形成意見的根據，也因為這類民眾

數量頗多，讓捷徑式訊息處理的研究變得格外重要。本文將討論兩種

認知捷徑，一是科學價值觀，二是政治信任。

科學價值觀指的是民眾有多相信科學或科技會為生活帶來正

面幫助，這樣的價值觀可以反映在不同的面向上，包括對於尊重科

學家研究意圖、認為科學或科技發展的成果會對社會有益，以及認

為未來的日子有可能因為科學或科技而變得更好（Miller, Pardo, & 
Niwa, 1997）。在美國，由國家科學基金會所發布的科學與工程指標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長期追蹤了民眾的科學價值觀，

雖然題項眾多，但歷史較悠久且較常被使用的主要有三：(1) 科學會

讓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2) 科學與科技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健康、

更輕鬆及更舒適；(3) 科學與科技可以讓下一代有更多的機會（Miller, 
2004）。綜合該報告數十年的研究成果，Miller（同上引）指出美國

民眾對科學的態度非常正面且穩定。在 1950 年代及 1990 年代末期，

民眾同意題項 (1) 及 (2) 的比例都在九成左右；題項 (3) 則從 1985 年

開始詢問，當時有七成五的民眾同意，到 1999 年時，比例上升至八

成。這些問題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科學或科技的基本態度，更有可能

成為民眾解讀科學訊息時所採用的知識基模，進而影響訊息的效用

（Nisbet et al., 2002）。

現有研究大多探討科學價值觀形成的原因，較少將其視為自

變項，檢視科學價值觀對特定科技議題的影響。在這些少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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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Vandermoere 等人用「科學會讓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一題

來代表科學價值觀，用來預測民眾對奈米食品包裝及奈米食品的態

度，[3] 結果顯示科學價值觀和兩種態度都呈正相關（Vandermoere, 
Blanchemanche, Bieberstein, Marette, & Roosen, 2011）。在台灣，施琮

仁（2013）以「科學與科技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健康、更輕鬆及更舒

適」作為測量科學價值觀的指標，並發現科學價值觀和奈米知識、利

益感知與奈米支持度有正面關係。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採用 Miller
（2004）的題項，作為科學價值觀操作化的依據。

此外，雖然和科學沒有直接相關，但民眾對政府、企業等機構的

信任程度，也和民眾對新科技的態度息息相關。一般而言，信任可分

為兩部分，一是能力，也就是相關機構或單位在該議題上的專業程度；

另一是誠實，即為機構是否會告知民眾實情（Frewer, 2000）。陳憶

寧（2011）的研究發現，政治信任愈高的民眾，對於美國牛肉進口事

件的風險感知愈低，也較不擔心。林宜平、吳亭亭、黎雅如、周桂田

與鄭尊仁（2010）針對奈米科技所進行的研究也發現，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程度，和其利益感知呈現正相關，和風險感知則呈現負相關。

認知捷徑不但能夠直接左右民眾的科學態度，還會成為一種認

知基模，影響新訊息或既存知識的作用。例如，Brossard, Scheufele, 
Kim, & Lewenstein（2009）就發現，科學知識對於奈米政策態度的正

面影響，僅存在於低宗教信仰的民眾之間；對於宗教信仰強烈的民眾

來說，科學知識完全無法影響態度。其他研究也發現，對於較保守、

宗教信仰較強烈、對科學權威較不重視的民眾而言，科學知識的作用

較不顯著（Ho et al., 2008）。因此，在探討資訊或知識的效果時，必

須和上述各種認知過濾機制（perceptual filter）一同考慮，才能顯現

出較準確的樣貌。

研究假設 2a：科學價值觀與民眾奈米態度間有正向關係。

研究假設 2b：政治信任與民眾奈米態度間有正向關係。

三、媒體使用與公眾態度

許多關於奈米科技之社會影響之研究顯示，媒體和民眾態度之

間有緊密的連結，原因是媒體仍是民眾重要的科學消息來源，以及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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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大多以正面的角度來報導奈米科技（Dudo, Dunwoody, & Scheufele, 
2011；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而在台灣也有類似發現，研

究顯示，《聯合》與《自由》兩大報於 2001 至 2010 年間對於奈米科

技的報導，主要著重於此科技的正面意義。以新聞框架而言，44% 的

新聞把奈米科技包裝成跨時代的「進步」、24% 著重其「利益」；只

有 5% 的新聞認為奈米科技是「風險」，而以「科學不確定性」來看

待奈米科技的新聞更是稀少（0.9%）（Shih, 2012.08）。如此正面之

媒體報導方式是否會對民眾態度產生影響，值得探討。

在美國，已有研究指出了媒體與民眾態度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

報紙與電視。愈常在報紙或電視上接觸科學訊息的民眾，愈可能對新

科技持有正面態度（Lee & Scheufele, 2006；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而在網際網路逐漸普及之後，學者們也開始注意網路媒體在促進

民眾對奈米科技理解上所提供的機會。事實上，研究已經發現傳統媒

體與網路媒體在報導奈米科技時的確有所差異。在趨勢上，傳統媒體

對奈米科技的報導在 2008 年時就已達到顛峰，之後的報導數量已開

始下降，這點和 Google News 上的趨勢類似。然而，在 Google Blogs
上關於奈米科技的報導數量，則仍處於上升階段，至今尚未停歇。在

報導主題方面，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皆著重「研究」、「健康」與「商

機」，但網路媒體同時更加強調「環境」議題，而且有逐漸上升之趨

勢。同樣地，網路媒體對於「健康」議題的關注也逐漸增加，而平面

媒體的關注程度只是持平。此外，網路媒體中關於「風險」的訊息，

也較平面媒體略多（Cacciatore, Anderson, et al., 2012）。

在新媒體上，使用者能夠藉由輸入關鍵字詞，找尋符合自身需求

與興趣資訊，不再像使用傳統媒體般，只能被動接受所提供的資訊。

由於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詞會影響到其搜尋結果，進而影響其對議

題的認知與態度，學者已經開始研究民眾透過關鍵字詞所能找尋到的

資訊內容。以奈米科技為例，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在 2008 年 10 月

時，排名前十大的關鍵字詞有三組和奈米科技的經濟效益有關，只

有一組和健康影響有關。然而，在 2009 年 8 月時，與健康相關的關

鍵字詞在數量上已超過經濟效益相關的關鍵字詞（Ladwig, Anderson, 
Brossard, Scheufele, & Shaw, 2010）。

透過 Google 搜尋的「建議字詞」功能，研究也發現了當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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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搜尋奈米科技相關關鍵詞時，較容易接觸到奈米科技對「健

康」的影響，而較不容易接觸到科技「不確定性」的訊息（Anderson, 
Brossard, & Scheufele, 2010）。研究者更將網站區分為「以奈米科技

為焦點」與「不以奈米科技為焦點」兩類，並發現了前者著重「政

策」相關議題，例如研究、技術、法規與商機；而後者則偏重此科技

的「應用」層面，例如對健康、環境、國家安全的影響（Anderson et 
al., 2010）。對照傳統媒體的報導方式—使用正面框架與著重奈米

科技的研究、商品化狀況（Dudo et al., 2011）—網路媒體上所呈現

的圖像的確有所不同。

基於這些差異，網路與傳統媒體使用者可能接觸到不同的奈米科

技面向，因而形成不同的風險或議題感知。此外，網路使用者可能會比

傳統媒體使用者接觸更大量的奈米科技訊息，尤其是社群媒體的出現，

讓對科學不感興趣的民眾，也有可能透過社群連結而不經意地接觸到奈

米科技訊息，或是受到相同社群成員的影響，而產生相似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許多學者對於網路的角色感到樂觀，目前

仍無實證證據顯示「網路科學新聞使用」對民眾的科技態度會產生影

響，僅有少數研究發現了網路使用的間接效果，也就是網路使用會

增加民眾的科學知識，進而讓其科學態度更為正面（Lee & Scheufele, 
2006）。基於不同媒體管道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與

問題。

研究假設 3： 報紙、電視科學新聞的使用（包括暴露與注意）與民眾

奈米態度之間，存在著正面關係。

研究問題 1： 網路科學新聞使用（包括暴露與注意）與民眾奈米態度

間的關係為何？

四、新科技的風險、利益與倫理衝突對民眾態度的影響

民眾的風險與利益感知，是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類，也是預測其

科技態度的重要因素（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研究指出，兩者的關係是穩固的負相關。例如 Slovic , Kraus, 
Lappe, & Major（1991）請民眾評估了 33 種危害的利益與風險，結

果發現其中 30 種危害的利益—風險關係呈現統計上顯著的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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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這樣的結果，在其他研究中也獲得了驗證（Alhakami & Slovic, 
1994）。能夠解釋兩者負面關係的理論很多，其中之一是認知和諧理

論（Heider, 1946），此理論認為，當人們肯定一項新科技的好處時，

為了維持心理的和諧感，就會傾向忽略其風險。此外，人們也經常會

以整體情感來評估新科技的風險與利益，當人們對一項新科技已經有

正面情感時，由於有維持心理和諧的需求，就會認為該科技有較高的

利益、較低的風險。

根據心理測量學取徑（psychometric approach），風險認知指

的是民眾在面對有害活動或科技時，所做出的「判斷」（Slovic, 
1987）。這個取徑的研究更指出，那些新穎、令人懼怕（Fischhoff et 
al., 1978），以及干擾自然（Sjöberg, 2002）的天然或科技危害，通常

會讓人們覺得風險較高。奈米科技是新興科技，民眾對此科技的瞭解

尚淺，且許多奈米物質並不存在於自然界中，而是由人為製造而成，

因此可能引起較高的公眾風險感知。雖然現階段的民意調查大多發

現，民眾認為奈米科技所帶來的利益大於風險，但許多學者已開始提

倡早期風險管理，也就是在奈米科技引起公眾反彈之前，就應開始評

估風險、和民眾溝通，以免步上基因改造食品或其他爭議科技的後塵

（Hansen, Maynard, Baun, & Tickner, 2008；Kuzma & Priest, 2010）。

這項倡議的內涵，即是為了避免升高的風險感知，導致新科技的發展

受阻。

除了風險，民眾在考量是否要接受一項新科技時，還會衡量其利

益。例如，同樣屬於生物科技的範疇，民眾覺得基因檢測的利益高、

風險低，因此最支持其發展；相反地，動物複製與基改食品被認為

是風險高、利益低的應用科技，因而最不受民眾支持（Gaskell et al., 
2000）。由此可見，民眾在判斷一項新科技是否能被接受時，考量的

是利益與風險，而非獲得該利益所需付出的成本。

在奈米科技的領域，美國的研究顯示，不論是專家或一般民眾

都甚為擔憂此科技被應用於製造微小監視器材，因而侵犯人們隱私；

以及此科技可能造成的健康與環境危害（Besley et al., 2008；Cobb 
& Macoubrie, 2004；Corley, Scheufele, & Hu, 2009；Scheufele et al., 
2007）。利益方面，美國民眾最為肯定的是奈米科技在電腦領域帶來

的突破，以及創造出新的醫療技術（Scheufele et al., 2007），上述的

風險與利益感知結果，與台灣的調查發現一致（施琮仁，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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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變量分析的結果指出，民眾對於奈米科技的利益、風險感

知，的確是預測科技態度的重要變項。例如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以及 Lee et al.（2005）都發現利益感知與民眾的奈米態度呈

現正相關，而風險感知則和態度呈現負相關。其他研究也發現，愈肯

定奈米科技利益的民眾愈贊成政府應該投注研究經費，而愈覺得奈

米科技具有高度風險的民眾，則較不贊成（Brossard et al., 2009；Ho, 
Scheufele, & Corley, 2010）。

現有的研究在測量民眾對新科技的利益、風險感知時，通常有兩

種作法，其一是直接詢問民眾新科技的利益是否大於風險，或風險是

否大於利益；其二是針對個別的利益與風險項目，分別詢問民眾意見。

雖然前者問法較為簡短、有效率，但較可能受到隨機誤差（random 
error）的影響，且由於預示作用，先詢問利益或先詢問風險將造成不

同的結果（Binder, Cacciatore, Scheufele, Shaw, & Corley, 2012）。而

後者雖然所需題數較多，但也因此較不受隨機誤差之影響。此外，隨

著時間的轉移，奈米科技已經從較為抽象的科學突破，逐漸變成人們

日常生活中所會接觸到的具體產品或應用，因此考量不同層面的利益

與風險是有必要的（Cacciatore,  Scheufele, & Corley, 2012）。有鑑於

此，本研究採用第二種作法，也就是詢問民眾對不同利益與風險項目

的看法，作為感知的指標。

研究假設 4：民眾的利益感知與態度之間會有正面關係。

研究假設 5：民眾的風險感知與態度之間會有負面關係。

除了風險與利益感知，由於許多新興科技都挑戰了社會上重要

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使得新科技的倫理問題時常成為論辯的重點之

一。以奈米科技為例，反對者認為此科技能夠改變人類最根本的基因

結構，進而創造出新的生命形態，而這種行為無疑是在「扮演上帝角

色」，任何科學家都不應跨越此界線（Sjöberg & Winroth, 1986）。一

般而言，宗教信仰是預測民眾倫理感知的重要變項，信仰愈虔誠的民

眾，愈傾向認為新科技有倫理、道德的瑕疵（Shih, 2010）。這樣的

關聯性不僅出現在個人層次，也出現在國家層次，有研究指出，在信

仰強烈的基督教國家（例如義大利、愛爾蘭），人們認為奈米科技的

倫理問題較為嚴重，而在較為世俗的國家中（例如北歐國家），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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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不認為此科技有倫理爭議（Scheufele, Corley, Shih, Dalrymple, & 
Ho, 2009）。

雖然新科技的倫理問題受到普遍的關注，但實際檢視此變項

與民眾態度的研究則非常稀少，而在這些少數研究中，愈是認為奈

米科技有嚴重倫理問題的民眾，愈覺得政府應該嚴格地管制此科技

（Scheufele et al., 2009）。由此可見，倫理衝突與民眾對新科技的態

度之間，應呈現負相關。

研究假設 6：民眾的倫理衝突感知與態度之間會有負面關係。

五、新科技之規範與標示

根據上述文獻，不難看出歐美國家對於民眾的奈米科技風險感

知、利益感知與支持度等方面，都已累積豐富成果。但關於民眾對新

科技政策或規範的評估、需求與態度，研究則相對較為匱乏，目前僅

有少數研究關切科學家對政策的看法，以及影響其意見形成的要素

（Besley et al., 2008；Corley et al., 2009）。然而，任何政策的制訂與

施行，若無民意支持都將窒礙難行，尤其是新興科技對社會與人類的

影響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在實證證據並不充分的情況下，理性風險

決策的難度便提高許多。Renn & Roco（2006）於是建議，奈米科技

的治理（governance）必須放在整體社會脈絡下來考量，除了傳統的

專業風險評估之外，也要考量專家、政策制訂者、一般民眾較為主觀

的風險判斷。因此，瞭解民眾對於相關科技政策的態度，實為科技治

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由於奈米產品在市面上已相當普遍，特別是與人體健康直接相關

的化妝品與食品更是已經成為日常消費的一部分，在此情境下，對於

管制政策的討論就變得更加刻不容緩。美國的研究顯示，科學家或專

家普遍認為現有法規架構並不足以規範奈米科技，或將其風險控制在

安全範圍之內，尤其是在侵犯隱私、生物醫學工程應用、健康與環境

等面向，更是有訂定新法規的需求（Besley et al., 2008；Corley et al., 
2009）。在台灣，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有超過六成（62.2%）的民

眾認為政府需要針對奈米科技訂定新的規範，因為現有法規不能保護

人們免於相關風險（鄭尊仁、林宜平與施琮仁，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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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新興科技相關的各項政策當中，「產品標示」通常政府最先

會遭遇到的問題。產品標示可分為自願標示（voluntary labeling），

即由各製造廠商自行決定標示與否，以及強制標示（mandatory 
labeling）（Gruère, 2011）。 歐 盟 於 2013 年 7 月 規 定（1223/2009/
EC），使用奈米科技的化妝品必須在品名後以括弧標註「奈米」字

樣，讓消費者知曉，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強制標示的法規。在台灣，

由於奈米產品濫竽充數，經濟部工業局於 2003 年推出奈米標章，

作為一項奈米產品驗證的機制，是為自願標示的例子（丁萬鳴，

2004.11.13）。

新興科技產品的標示與否，或是該採用何種標示方式，引起了許

多討論。支持者認為，產品標示可讓消費者擁有選擇的自由，而藉由

讓產品資訊變得更加透明，民眾的信任感也可能因此提升。此外，支

持者也相信，產品標示只是第一步，可以促進更多相關資訊揭露的踏

板（Gruère, 2011）。但另一方面，反對者則認為，無差別產品標示

可能會剝奪一些高利益、低風險產品的發展機會，使整體社會錯失良

機。另外，無差別標示也可能被民眾誤認為是一種警告系統，導致購

買意願降低，影響產品銷售。事實上，Siegrist & Keller（2011）的研

究顯示，只要有所標示，不論標示的內容為何（例如僅提及奈米字樣、

一般風險訊息、特定產品樣式之風險，或是利益訊息），都會提高民

眾的風險認知，並降低利益認知。

而在另外一篇研究中，研究者給予受試者品嚐相同的啤酒，唯一

的差別是一組受試者的啤酒罐上寫著「傳統製造」，而另一組的則寫

上「基因改造」。經過比較之後，研究發現受試者較喜歡前者，可見

產品標示可能對消費者產生心理作用，進而影響其對產品的喜好與選

擇（Caporale & Monteleone, 2004）。總而言之，標示與否、如何標

示，都可能對民眾的風險認知或購買意願產生不同的影響（Crespi & 
Marette, 2003；Roe & Teisl, 2007）。

因此，產品標示究竟會增加消費者信心，還是讓消費者卻步，

對於新興科技的發展有重大之影響。故本研究希望瞭解台灣民眾對奈

米產品標示的看法，以及探索影響民眾態度的因素，作為未來政府制

訂相關政策時與一般民眾或業者溝通的參考。然而，如上述文獻，

現有研究主要著重產品標示可能造成的後果，並未關注公眾意見與

決策過程，故對本研究發展預測變項的幫助有限。不過根據 Corley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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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9）的研究，風險感知比利益感知更能預測政策態度。該研究

發現，對奈米科技整體的風險感知愈高，就愈傾向支持規範政策的制

訂。因為相關研究證據不足，本研究因此以研究問題之形式進行探究。

研究問題 2： 台灣民眾對奈米產品標示的態度為何？影響民眾態度的

因素又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一份全國性之電話抽樣調查，調查對象為居

住在台灣地區（包含離島以及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20 歲以上之

民眾。調查方法以訪員電話訪問方式，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以全國電話資料

庫作為抽樣母體，採分層等距抽樣（Stratified systematic sampling），

並根據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公布的 2013 年度 3 月份人口統計資料，

依縣市人口比例計算出所需取樣人數。各縣市所需之住宅電話號碼，

係以 2012 年中華電信住宅電話號碼資料庫作為母體結構進行等距抽

樣，再以系統隨機產生電話號碼尾數末兩碼（Random digit dialing, 
RDD）的方式，產生本次調查樣本。

電話調查訪問期間自 2013 年 7 月 24 日至 7 月 29 日止，為期六

天，最終成功訪問 1,077 人，訪問成功率為 34.7%。從樣本代表性檢

定發現，整體樣本的性別與居住縣市與母體分布未達統計上差異，也

就是樣本的性別與居住縣市分布可代表母體分布。然而，年齡、教育

程度與母體分布則具有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故本調查採用「比例估計

法」（raking ratio estimation）進行加權處理，即對整體樣本的各項特

徵同時進行加權處理，逐項而反覆的對整體樣本進行連續性修正，直

到整體樣本的結構與母體間差異未達顯著水準為止。加權後整體樣本

結構的性別（χ 2 = 0.039, df = 1, p > 0.05）、居住縣市（χ 2 = 3.069, df = 
21, p > 0.05）、年齡（χ 2 = 1.149, df = 9, p > 0.05）、教育程度（χ 2 = 
1.007, df = 4, p > 0.05）分布在代表性方面，均與母體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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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的依變項有二，分別為奈米科技支持度與奈米產品標示之

必要性。前者的測量方式係參考現有國外研究所採用之單一變項（Lee 
et al., 2005；Lee & Scheufele, 2006；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詢問受訪者「您贊不贊成發展奈米科技？」為了避免受訪者對奈米科

技的定義有疑慮，本調查在此問題之前先簡單敘述了奈米科技的正反

影響。民眾的回答從很贊成（編碼為 1）至很不贊成（編碼為 5）。本

研究將此變項反向編碼，使得高分代表較為支持奈米科技（平均數 =  
3.61，標準差 = 0.98）。奈米產品標示之必要性則是由單一變項所測

量，民眾在問卷中被問到：「您認為如果產品有使用奈米科技，那在

產品上有沒有必要標示出來？」，回答選項從很有必要（編碼為 1）
至很沒有必要（編碼為 5），為了使高分反映標示之必要性，本研究

將此變項反向編碼（平均數 = 4.37，標準差 = 0.82）。

在自變項方面，科學價值觀的測量是參考 Miller（2004）文中提到

的三個常見問題；然而，由於「科學會讓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一

題屬於對科學功用的整體評估，無法讓我們瞭解民眾肯定的是哪一部

分的科學價值，故本研究僅採用其他兩題：(1)「發展科技可以讓下一

代有更多的機會」；(2)「科學可以帶來更方便、更舒適的生活」。回

答的選項從很同意（編碼為 1）至很不同意（編碼為 5），故本研究將

其此二變項反向編碼，使得分數高的一端代表較正面的科學價值觀，

分數低的一端則代表較低的科學價值觀。接著再將此二變項相加，作

為測量科學價值觀之指標（平均數 = 7.30，標準差 = 1.95，r = 0.42）。

政治信任的測量則參考國內和新科技及公共衛生風險相關研究之

設計，例如陳憶寧（2011）以民眾對政府資訊、管制及整體之信任程

度等三個變項來測量政治信任；而林宜平等（2010）則著重於民眾對

政府管制能力的信任程度。本研究綜合上述文獻，強調「資訊」與「管

制能力」兩面向。因此，在問卷中，受訪者被問到兩個問題，分別為 
(1)「您對政府提供有關奈米科技方面的訊息是相不相信？」以及 (2)
「您相不相信政府可以做好管理，讓市面上的奈米科技產品都是安

全的？」，選項從很相信（編碼為 1）至很不相信（編碼為 5），本

研究先將此二變項反向編碼，再進行加總（平均數 = 5.11，標準差 = 
2.00，r = 0.42）。

有關科學媒體的使用，本研究係透過四個問題來測量。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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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訪者先回答平常主要從何處獲得關於新科技的消息或知識，選

項共有 11 項，包括電視新聞、電視節目、廣播、網際網路、報紙、雜

誌或書籍、親友同事、廣告、演講或研習課程、展覽，以及其他管道。

接著，受訪者再回答透過上述管道獲取訊息時的注意程度，選項從很

注意（編碼為 1）至很不注意（編碼為 5），本研究將注意程度反向

編碼，使得高分代表高注意程度。若受訪者在第一題回答「電視新

聞」，則第二題中的數值即代表其在觀看電視新聞時對新科技訊息的

關注程度，若受訪者在第一題選擇其他管道，則其電視新聞的注意程

度則編碼為 0。接著，問卷也詢問了受訪者次要消息來源與注意程度，

經過同樣的編碼過程，本研究將兩者相加，製作出電視（平均數 =  
1.91，標準差 = 1.83），報紙（平均數 = 0.56，標準差 = 1.36）與網

路使用（平均數 = 1.55，標準差 = 1.87）等三媒體變項。此測量方

式兼顧了媒體暴露與媒體注意兩個概念，根據 McLeod & McDonald
（1985）與 Chaffee & Schleuder（1986）的研究，除了暴露，考量使

用者對於媒體內容付出的注意程度也很重要，後者對於知識的預測力

甚至高於前者。

奈米知識的測量，本研究係參考美國許多相關調查所使用之變

項，僅著重「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的部分（Brossard et 
al., 2009；Lee et al., 2005；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並改編少

數變項，使其符合台灣情境。根據 Scheufele & Lewenstein（2005），

奈米知識可區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經濟影響、基本奈米知識、特定

奈米知識。有關奈米科技在產業上的應用，即為經濟影響；至於奈米

科技的性質特色，則屬基本奈米知識的範疇；而特定奈米知識則和奈

米科技的定義有關。過去研究發現，民眾在回答前兩類相關之知識題

項時，模式較為一致，加上本研究在進行電話調查時，曾簡單介紹奈

米科技之定義，故在測量奈米知識時，僅納入經濟影響、基本奈米知

識兩部分。此外，為了更全面涵蓋奈米科技的知識面向，本研究也加

入了「法規政策」題項。

因此，在本研究的調查中，我們詢問了民眾四題是非題，包括 
(1)「奈米科技將會帶來下一個工業革命」[4]（正確），(2)「奈米科技

可以把材料或原料處理到連肉眼都看不到的大小」（正確），(3)「奈

米科技可以產生自然情況下無法排列出來的原子及分子結構」（正

確），(4)「政府目前還沒有專門管理奈米科技的法規」（正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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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和經濟影響相關，第二、三題詢問的是基本奈米知識，第四題則

是針對法規政策面向。本研究將此四變項重新編碼，民眾每答對一題

則獲得一分，最高可獲得四分，最低則為零分（平均數 = 2.54，標準

差 = 1.26，KR-20 = 0.59）。由於問題選項是對與錯的二分變項，本

研究採用 KR-20（Kudar-Richardson Formula 20）作為評估此知識指

標的方式（Carmines & Zeller, 1979）。

有關奈米科技的利益，Chen, Lin, & Cheng（2013）曾以五大領

域來測量，包括產業競爭力、醫療、環保、強化人類身心能力、製造

消費商品。考量到「強化身心能力」可能含有倫理爭議，本研究於是

採用其他四個問題，作為利益感知的測量指標。詳細來說，在調查時，

我們詢問受訪者對於下列四種說法的看法：(1)「發展奈米科技可以

提升我們國家經濟和產業競爭力」，(2)「應用奈米科技可以提升醫

療技術，改善治療疾病的方式」，(3)「應用奈米科技可以過濾空氣

和水的汙染，改善生態環境問題」，(4)「應用奈米科技可以製造出

比較便宜耐用的產品」。選項從很正確（編碼為 1）到很不正確（編

碼為 5）。本研究將此四變項反向編碼，再將其加總，使得高分代表

利益感知較強，而低分代表利益感知較低（平均數 = 13.65，標準差 = 
3.04，Cronbach’s α = 0.65）。

有關民眾奈米風險感知的測量，本研究也是採用 Chen et 
al.（2013）之題項，在調查中詢問民眾對下列四個問題的看法：(1)「您

認為奈米科技產品會不會影響人體健康？」(2)「您認為奈米科技產品

會不會影響生態環境？」(3)「您認為發展奈米科技，會不會因此減少

傳統產業的工作機會？」(4)「奈米科技可以製造出很小的監視設備，

您認為會不會被用來侵犯個人隱私」？民眾的回答從會影響且很在意

（編碼為 1）至不會被用在這些方面（編碼為 6），本研究將此四變

項反向編碼，使得高分代表風險感知較高，而低分代表風險感知較低

（平均數 = 12.94，標準差 = 5.27，Cronbach’s α = 0.70）。

奈米倫理問題係透過下列問題測量，在調查中，民眾被問到「奈

米科技未來可能會用在人體或基因研究，所以有人說發展這種科技會

引起科學與倫理的衝突。您認為會不會有這種情形？」問題的選項從

一定會至一定不會，本研究將此變項反向編碼，分數愈高代表民眾對

奈米科技愈有倫理上的疑慮（平均數 = 3.79，標準差 = 1.09）。

除了上述依變項與自變項，本研究也控制了年齡（平均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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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7，標準差 = 14.86）、性別（男性 = 48.6%）與教育程度（小

學以下 = 10.9%、國／初中 = 13.2%、高中、高職 = 29.8%、專科 = 
13.9%、大學以上 = 31.9%）可能造成的影響。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

的相關係數，請見表 1。本研究在正式施測前，先針對 100 位民眾進

行前測，所有的變項都符合預期之信度與效度水準，故未對問卷進行

修改。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奈米科技的知曉程度甚高，有近九成

（87.4%）的受訪者表示曾經聽過奈米科技。在各人口變項中，僅有

年齡、教育程度的分布和知曉程度有關。在所有的年齡層中，以 40 ~ 
49 歲的民眾對奈米科技最為熟悉，有超過九成五（96.7%）的受訪者

表示聽過此科技，但知曉程度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在 70 歲以上的

民眾當中，僅有 58.2% 聽過奈米科技。而知曉程度則是隨著教育程度

遞增，在擁有「小學及以下」學歷的受訪者當中，僅有近六成（59.3%）

聽過此科技，但在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民眾當中，超過九成五

（96.2%）有聽過。

表 1：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係數
奈米態度 奈米標示

性別 0.19** -0.01

年齡 -0.14** 0.08*

教育程度 0.28** -0.06

政治信任 0.29** -0.01

科學價值 0.42** 0.02

報紙使用 0.06 0.07*

電視使用 0.02 0.02

網路使用 0.28** 0.00

奈米知識 0.11** 0.11**

風險感知 -0.32** 0.13**

利益感知 0.47** 0.03

倫理感知 -0.21** 0.15**

奈米態度 -- 0.04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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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科技的知曉程度在性別、居住地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在有聽過奈米科技的受訪者中，約三分之二（65.7%）表示贊成

發展奈米科技，不過對於使用奈米科技所製造出的產品，有超過九成

（91.6%）民眾認為在包裝上應該要標示。為了確保問卷結果的信度

與效度，本研究之分析僅納入曾經聽聞奈米科技的民眾（N = 941）。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回答研究問題與驗證假設，根據

階層迴歸分析的原則，自變項的安排係根據其假定之因果關係順序

（assumed causal order），也就是說先輸入之變項或階層為假定之因，

後輸入之變項或階層為假定之果（Brossard et al., 2009）。因此，本研

究之第一階層為人口變項；第二階層為價值觀變項，包括科學價值與

政府信任；第三階層則為媒體變項，包括電視、報紙與網路的科學訊

息注意程度；第四階層則包括、奈米知識、風險感知、利益感知與倫

理感知。結果顯示（請見表 2），在人口學變項方面，教育程度和支

持奈米科技發展呈正相關（β = 0.14, p < 0.01），也就是教育程度愈高

者，愈贊成發展奈米科技。年齡與性別對於民眾的奈米科技支持度則

無統計上之顯著關係，整體而言，人口學變項解釋了 9.6% 的變異量。

研究假設 1 認為奈米知識與奈米發展支持度之間具有正面關係，

結果顯示奈米知識愈豐富的民眾，愈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β = 0.07, 
p < 0.05），因此研究假設 1 獲得支持。研究假設 2a 認為科學價值觀

和奈米發展支持度之間具有正面關係，研究發現證實了此一假設，愈

肯定科學價值的民眾（β = 0.17, p < 0.01）對於奈米科技的發展愈支

持。研究假設 2b 預測政治信任和奈米發展支持度之間具有正面關係，

結果也顯示對政府愈信任的民眾（β = 0.06, p < 0.05），愈支持發展奈

米科技。整體而言，科學價值與政府信任等認知捷徑解釋了 14.9% 的

變異量。

研究假設 3 預測，對於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上科學訊息的暴

露與注意程度愈高的民眾，愈有可能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此假設並

未獲得驗證，根據表 2 的結果，不論是報紙或電視對於民眾的支持度

在統計上皆未有顯著影響。相對地，研究問題 1 探討了網路科學訊息

暴露與注意程度與奈米支持度的關係，結果發現，經常把網路當作科

學訊息主要來源且較為注意網路訊息的民眾，較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 
（β = 0.12, p < 0.01）。整體而言，媒體變項總共解釋了1.3%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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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4 預測，民眾的奈米科技利益感知與其態度之間會有正

面關係，分析後發現，認為奈米科技會帶來較多利益的民眾，愈傾向

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β = 0.24, p < 0.01），因此假設 4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5 認為，民眾的風險感知與態度之間會有負面關係，結果

顯示風險感知與奈米科技的支持度呈負相關（β = -0.18, p < 0.01）；

也就是說，認為奈米科技風險較高的民眾，則較不支持該科技，假

表 2：預測奈米科技發展與標示之迴歸分析模型
奈米發展 奈米標示

階層一

年齡 0.04 0.11**

性別（男 = 1） 0.03 0.01

教育程度 0.14** -0.08

Incr. R2 (%) 9.6** 1.2*

階層二

科學價值 0.17** 0.05

政治信任 0.06 0.01

Incr. R2 (%) 14.9** 0.3

階層三

電視使用 -0.00 0.02

報紙使用 0.04 0.05

網路使用 0.12** 0.02

Incr. R2 (%) 1.3** 0.5

階層四

奈米知識 0.07* 0.07

Incr. R2 (%) 0.2 1.6**

階層五

風險感知 -0.18** 0.10*

利益感知 0.24** 0.02

倫理衝突感知 -0.08* 0.13**

Incr. R2 (%) 9.0** 2.5**

階層六

奈米發展態度 -- 0.10*

Incr. R2 (%) -- 0.5*

Total R2 (%) 35.0 6.6

註：表格中之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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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5 也獲得支持。而研究假設 6 指出民眾的倫理衝突感知與態度之

間會有負面關係，研究結果支持了此一關係。本研究發現，認為奈

米科技會造成倫理衝突的民眾，愈不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β = -0.08,  
p < 0.05）。整體而言，利益感知、風險感知及倫理衝突感知共解釋

了 9% 的變異量。

關於民眾對奈米科技之態度，本研究之模型總共解釋了 35% 的

變異量，由於國內相關研究僅有林宜平等（2010）之著作一篇，且該

研究僅探討預測利益、風險感知之因素，並未檢視民眾整體之態度，

故無法比較解釋力之高低。然而，該研究對於利益、風險之變異量的

解釋分別為 19% 與 22%，均較本研究為低。而國外相關研究在民眾

奈米態度的解釋力方面，也大多落於 30% 左右（Lee et al., 2005；Lee 
& Scheufele, 2006；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和本研究相當。

研究問題 2 旨在探討影響奈米產品標示態度的因素，結果顯示，

在人口變項方面，僅有年齡和標示態度有關（β = 0.11, p < 0.05），年

紀愈大的民眾，愈傾向認為奈米產品應該標示；科學價值觀、政治信

任及媒體使用對於標示態度皆沒有任何影響。

表 2 之結果顯示，關於奈米產品是否需要標示，民眾的態度主要

取決於其對奈米科技各面向的觀感。風險感知（β = 0.10, p < 0.05）、

倫理感知（β = 0.13, p < 0.01）與支持度（β = 0.10, p < 0.05）皆和標

示的必要性有關，認為奈米科技風險較高、較有倫理疑慮者，較傾向

奈米產品應該標示；較支持奈米科技發展的民眾，也肯定奈米產品標

示的必要性。

伍、討論

公眾的角色在現代的科學傳播或風險溝通過程中，已愈來愈受到

重視。從實務的角度來說，基因改造食品在歐洲所引發的反對聲浪，

讓科學家、業者、政策制訂者體認到，一項新科技的成功與否，不再

是由少數菁英份子所決定。從社會、民主的角度來看，近年來人們對

建制機構的信任感普遍下降，使得政府、科學組織或科技產業在推廣

新科技或產品時，面臨了較嚴峻的公眾挑戰。為了解決此信任危機，

歐美學者提出了公眾涉入與對話的想法。而理解公眾認知與態度，正

是上述這些新科學傳播方法（包括討論、參與或是共同決策）能否有

效執行的基本要件。長期研究爭議性科學議題的美國學者 Scheuf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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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就表示，系統性的民意調查研究提供了科學傳播者、政策制

訂者一個絕佳的機會去瞭解民眾的需求，以及在意的面向，得以根據

不同公眾群體的偏好與特色，發展出較為有效的傳播策略。

奈米科技是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推行的新興科技，投入的資金與

研發出的產品數量都具有相當規模。然而，雖然台灣在科研的成果斐

然，但對於此科技社會面向之關注，特別是民眾如何看待此一科技，

卻落後歐美國家甚多。此外，由於奈米物質具有不同的特性，其產品

可能帶來無法預期的風險，政府是否應該強制廠商標示奈米產品，讓

消費者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抑或是採取自願性標示，以免引發民眾負

面認知，是當前有關單位面臨的急迫問題。因此，本研究除了呈現台

灣民眾對於奈米科技的態度，以及對奈米產品強制標示的意見，也深

入探討了影響民眾觀感的因素，以下將分別探討相關結果的意涵。

一、奈米科技發展的態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是唯一和奈米科技態度有關的人口學

變項，年齡、性別皆無顯著之預測力。相較於美國的研究大多未發現

教育程度和奈米支持度的關聯性，此結果或許能反映出台灣在奈米科

技推廣教育上的特色。自從「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2 年開始

推動以來，政府便有積極進行奈米人才的培養，其中有多項計畫是以

中小學學生為對象。例如教育部於全國成立北區、中北區、中南區、

南區及東區五個區域中心，用以推廣奈米科技「K-12 教育發展計畫」

（中區奈米科技教育資源中心，2009）。而工業技術研究院也主辦奈

米列車活動，將奈米知識帶入校園（范振和，2006.11.30）。如此有系

統、全面地在各級學校中推廣奈米科技，可能是教育程度和奈米支持

度有正面關係的原因。

在認知捷徑方面，雖然林宜平等（2010）發現政治信任愈高的

民眾，愈傾向認為奈米科技的利益較高、風險較低，但本研究並未發

現政治信任和奈米支持度之間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對照兩種不同的

結果，我們認為政治信任與奈米支持度可能存在間接關係，也就是政

治信任需要透過影響利益、風險感知，才會左右民眾的態度。因此本

研究使用 Hayes（2008）所發展的「PROCESS」[5] 巨集進行確認，

發現政治信任的確會透過利益感知（β = 0.05, p < 0.05）與風險感知 
（β = 0.02, p < 0.05）間接影響民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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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奈米知識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知識與奈米支持度之間呈現正

向關係，和台灣過去的研究發現一致（施琮仁，2013）。值得注意的

是，即便控制了教育程度之後，知識的效果仍然存在，說明知識的作

用是獨立於正規學校教育的影響之外的。而如文獻中所敘述，在美國

的研究中，知識和態度有時呈正相關，有時又無關；相較之下，台灣

的「知識－態度」關係較為顯著。然而，此關係也並非永遠不會改變。

以基因改造為例，Allum, Boy, & Bauer（2002）提到，知識的作用可

能會因為議題是否受到廣泛討論而定，在爭議性較低的國家，訊息由

於未能普及大眾，使得知識對態度的影響力較大，目前台灣的狀況正

是如此。未來若奈米科技在國內受到較多的注意或討論，知識的作用

可能會降低。

媒體在科學風險傳播過程中的角色也值得討論，在我們所檢視的

三個媒體變項中，僅「網路上科學訊息的關注程度」對民眾的奈米支

持度具有顯著的影響效力。和國外研究相比，報紙、電視對台灣民眾

的影響力薄弱許多，這可能和台灣的傳統媒體報導科學新聞的模式有

關。張郁敏（2013）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報紙與電視媒體在報導科學

新聞時，主要著重「公衛醫療」議題，極少觸及「科技工程」議題。

以閱聽人的主觀感知來說，本研究請受訪者判斷目前媒體上和奈米科

技相關報導的數量，有超過六成（64.1%）的民眾認為報導量太少。

民眾若無法在媒體上接觸到相關新聞，依賴媒體形成意見的可能性便

會降低。相反地，若在 Google 搜尋引擎鍵入「奈米科技」，則使用

者在搜尋結果首頁會見到的，全部是奈米研發或推廣機構之網頁，因

而較容易接觸到奈米科技之正面訊息。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相較於傳統媒體，網路讓閱聽人得以主動

搜尋資訊，然而此主動性又建立在對議題的興趣之上。因此有學者表

示，網路雖然提供大量科學訊息，但由於使用者可完全根據自身喜好

瀏覽網頁，若民眾對科學缺乏興趣，可能反而會刻意避開科學訊息

（Brossard, 2013）。基於這樣的論點，那些會在網路上接收科學訊息

的民眾，可能本身就是對科學較感興趣的一群，而研究指出，對科學

感興趣者，對新科技的發展也會有較樂觀、支持的態度（Gaskell, Ten 
Eyck, Jackson, & Veltri, 2005）。

此結果對於科學傳播有一重要的意涵，政策制訂者或科學家未來

在與公眾溝通時，可能需要留意媒體管道的選擇。本研究發現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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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的民眾（26.4%）以網際網路為接收科學訊息的主要管道，

普遍性僅次於電視（40.7%）。在擁有大學以上學歷、三十歲以下的

年輕族群當中，此比例更是超過五成。因此，若政府欲進行溝通的對

象是高學歷者、年輕人，以及對科學較有興趣者，網路或許能夠作為

適當的溝通平台。

二、奈米產品標示的態度

目前國內有關新科技政策之討論仍相當有限，本研究彌補了此

一研究缺口。而這部分的結果有兩點值得討論，第一，結果顯示，民

眾對強制標示政策的看法，主要取決於對奈米科技的負面感知，例如

風險與倫理衝突，和利益感知無關。有關風險、利益感知與產品標示

態度的關係，本研究的發現和美國以奈米科學家為對象的研究成果一

致（Corley et al., 2009）。而關於倫理衝突與標示態度的關係，則和

Scheufele et al.（2009）的結果類似，該研究也發現民眾認為奈米科技

的倫理爭議愈大，愈傾向支持政府設立嚴格的法規。此結果代表民眾

將產品標示或管制視為一種「警告機制」，用來保障消費者的安全或

選擇產品的權力。因此，產品標示的確可能如業者所擔心的，可能降

低民眾購買相關產品的意願，這是政府未來在制訂相關法規時，所需

要考量的。

第二，本研究發現愈贊成發展奈米科技的民眾，愈認為奈米產品

需要標示。由此可見，民眾認為奈米科技發展雖然有其必要，但也需

建立在適當控管、可受公評的基礎上，這也和 Corley et al.（2009）獲

得的結果類似。該研究發現，比起奈米學術研究，科學家認為奈米商

業研究更需要受到管制，而科學家整體而言是較為支持奈米科技發展

的群體。

根據研究結果，雖然本研究的模型在預測奈米發展態度有不錯的

解釋力，但對於奈米產品標示態度卻非如此，僅解釋了不到一成的變

異量，可見產品標示背後所牽涉的因素非常複雜，而且和影響奈米支

持度的因素不同。因此未來研究還需考量其他更多的未知影響因子，

例如情緒（Lee et al., 2005）、深入思考（Ho et al., 2010）、人際討論

（Shih, Scheufele, & Brossard, 2013）等，以增進吾人對於民眾政策態

度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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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而上述有些結果，因為研究目的與資料可得性的緣故，在解釋

或推論上有其侷限，本文在此討論。首先，雖然研究結果發現了網路

與奈米支持度的關係，但網路的定義廣泛，尤其近來社群媒體、行動

通訊的發達，讓網路的樣貌更加變化多端。本研究僅視網路為單一整

體，故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區分不同網路平台環境，更深入瞭解網路作

為科學傳播管道的角色。其次，由於缺乏網路科學內容之文獻，本研

究僅能以初步的搜尋引擎搜尋結果，推論使用者在網路上可能觸及的

科學訊息種類。然而，搜尋引擎只是民眾獲取訊息的管道之一，其他

網路訊息來源，例如部落格、社群網站，也可提供民眾豐富的相關知

識，因此未來研究應更全面的檢視網路上的科學內容，俾使吾人對網

路的影響能有更全面的解釋。

第二，本研究所使用的兩個依變項（即奈米態度與標示態度）

皆由單一問題所測量，其信度與效度上或許不如由多個問題所組合而

成的態度指標。然而，許多美國的現有研究皆是以單一問題來測量奈

米態度，在這些研究中，奈米態度和科學信任、風險感知、利益感知

等重要相關概念的關聯性都非常一致，因此可說具有一定之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Carmines & Zeller, 1979）。至於奈米產品的標

示，由於現存關於基因改造或奈米科技的研究主要關注產品標示可能

造成的影響，對於此概念尚未發展出完善的測量方法，故本研究僅以

最直接的方法詢問民眾對標示的看法，作為變項，這是未來研究可以

延伸之處。

第三，本研究中「利益感知」及「奈米知識」兩變項的信度僅在

滿意邊緣，故在解讀研究發現時，也需納入考量。以利益感知而言，

其 Cronbach’s α值為 0.65，表面上不是非常高，但去除此指標中之任

一變項並無法顯著提升信度值，故本研究仍以方法一節中所提及的四

個變項，來測量此概念。此外，鄭尊仁等（2013）曾運用網路調查法

詢問民眾對於同樣四個變項的意見，在該研究中，利益感知指標的信

度值為 0.82。可見並非此一題組不具信度，而是信度係數會因為調查

對象的同質或異質性而有所差異（Reinhardt, 1991）。

而在奈米知識方面，雖然 0.59 的 KR-20 係數也不高，但和國

外相關研究所得非常類似。例如，奈米知識的 KR-20 係數大約在為

0.49（Ladwig, Dalrymple, Brossard, Scheufele, & Corley, 2012）及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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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 Scheufele, 2006）之間，而科學知識的 KR-20 係數則大約為

0.47（Ho, Scheufele, & Corley, 2013；Ladwig et al., 2012），皆不甚理想。

有鑑於知識指標係由四個變項組成，本研究也考慮了移除其中較不相

關之變項以提升信度之可能性。綜觀本研究所使用的四個變項，「奈

米科技將會帶來下一個工業革命」一題可能具有文化獨特性，和其他

三個變項的關聯性可能較低，故以此題作為嘗試。然而，結果發現去

除此變項反而會讓整體之 Cronbach’s α值下降，顯示該變項和其他變

項具有一定程度的關係，故本研究認為保留此題目是較好之選擇。雖

然如此，這些測量事實知識的是非題仍然提供研究者絕佳的機會，能

夠長期追蹤趨勢的變化或者進行國際比較；此外，事實知識題項也較

民眾自行認定的知識客觀（Ladwig et al., 2012）。基於上述原因，本

研究認為採用此種、測量方式，是目前較為理想的選擇。

陸、結論與建議

雖然受到前述限制影響，本研究對於科技發展、政策與公眾感知

的關係有深入的剖析，在此一方面總結研究結果，一方面據以提出科

學風險溝通上之建議。

一、民眾對奈米科技發展的態度

本文之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在形成對奈米科技發展的態度

時，甚為依賴認知捷徑，科學價值觀對於態度有很強的影響力，而政

治信任也透過利益、風險感知間接左右態度，兩者合計解釋約一成五

的變異量，是所有變項組合中最多的。雖然奈米知識和態度也成正相

關，但其解釋力較低。基於這樣的發現，未來政府或企業在進行公眾

溝通時，應避免僅僅著重在資訊的提供。知識的增加雖然可能增加支

持度，但另一方面，使用不同認知捷徑做為決策依據的民眾，對於新

的資訊也會產生不同的解讀（Kahan, Braman, Slovic, Gastil, & Cohen, 
2009）。因此在進行風險溝通時，應該要針對人們所在乎的層面，設

計客製化的訊息。

本研究發現的另一意涵，是網路作為科學傳播重要管道的功能。

雖然如研究限制所述，我們沒有區分網路的多元面貌，但在所有的媒

體變項與依變項中，僅網路使用對於民眾的奈米態度有影響。根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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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分析，以網路作為接收訊息主要管道者，大多是年輕人、高教

育程度者，以及對科學較有興趣者，政府或科學傳播專家可視不同的

溝通對象，選取適當的管道。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了國內媒體報導的內容和影響公眾態度的因

素有所差異。文獻指出，台灣媒體對於奈米科技的報導一面倒地著重

於正面訊息，不僅使用正面框架，也強調各方面的利益；對於相關風

險與倫理衝突則鮮少著墨。然而，本研究之結果顯示，民眾不僅關心

風險與倫理議題，此二變項還對民眾之態度有顯著之影響。因此，雖

然奈米科技在台灣尚未引起反彈，但有鑑於風險事件可能迅速地被放

大，造成民眾對奈米科技的抗拒（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

媒體應該更全面的報導此一新興科技，提供更為廣泛的論述空間，讓

民眾對於奈米科技不同層面的社會影響皆有所瞭解，而非如目前所

見，僅著重於此科技之正面意義。

二、民眾對奈米產品標示的態度

新科技產品是否應該標示，是目前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的規

範問題，贊成標示者大多站在自由選擇權的立場，而反對者則大多著

重標示對銷售、風險認知的影響（Gruère, 2011）。這樣的爭議，在

台灣最近一波的《食品藥物管理法》修法的過程中也屢見不鮮。新的

食管法首度以法制化的方式，要求使用基因改造原料的業者提供明確

標示，使業者擔憂其產品銷售會受到衝擊（林慧貞，2014.01.18）。

然而，雖然新科技產品標示受到國會議員及媒體的關注，但對民眾如

何看待此一議題之瞭解卻相當有限，尤其是奈米科技對人們生活的影

響更勝基改食品，不論是在食物、化妝品、家電用品等各產品領域都

有奈米科技的應用，這些產品是否應該標示，是政府在推廣永續科技

發展及風險溝通過程中亟需注意的關鍵。

目前台灣並無探討奈米產品標示公眾感知的研究，故在此將本研

究之政策與溝通意涵敘述如下。首先，我們發現台灣民眾對於標示有

很高的需求，有超過九成的民眾（91.6%）認為如果產品有使用奈米

科技，就應該要有所標示。此外，愈支持奈米科技的民眾，同時也愈

傾向認為產品標示有其必要性。因此，政府在考量標示可能造成的經

濟影響時，也要同時納入民眾的需求，以免造成政策與人民需求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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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而政府在和產業界溝通標示相關政策時，也可利用廣大的民

意基礎，作為協商之依據。

第二，本研究也發現，民眾對奈米產品標示的態度和利益感知無

關，但和風險感知、倫理衝突感知有關，可見民眾可能將產品標示視

為一種「警告機制」，用來提醒奈米科技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如此

一來，產品標示就可能影響奈米產品的消費，這是政府在制訂政策時

需要考慮的。

第三，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民眾對於奈米科技發展及標示的看

法，是基於複雜、不同的考量。民眾的教育程度、奈米知識、科學價

值觀、利益感知雖然對奈米科技發展的態度有影響，和標示態度卻無

關；相反地，年齡和標示態度有關，和發展態度卻無關。這樣的發現

代表了政府在進行科技推廣和政策溝通時，應採取不同的策略。舉例

來說，強調利益雖然能夠讓民眾更加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對於其標

示需求卻無法起到任何作用。另一方面，風險感知與倫理衝突感知是

唯二和兩個依變項都相關的因素。因此，政府或科學家若能夠多和民

眾溝通奈米科技相關之風險或倫理問題，或許可避免此一新興科技演

變成難以處理之爭議性科技，也或許能夠在未來要推行標示政策時，

遭遇較小的阻力。

註釋

［1］ 原文為「奈米科技」，作者根據本文情境將其改為「新科技」。

［2］ Nisbet & Scheufele（2009）確認為太空計畫的成功和民眾的科

學素養之間的連結，其實是一個迷思，事實上，那個年代的美

國人對於科學的瞭解並沒有想像中的透徹。

［3］ Vandermoere et al.（2011）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奈米食品包裝及

奈米食品的相對利益與風險感知，並根據答案將受訪者分為「支

持者」、「懷疑者」、「反對者」。因此雖然原文中以態度一

詞來形容此變項，但民眾支持此二技術與否，實際上是根據風

險與利益的判斷而來。

［4］ 「奈米科技將會帶來下一波工業革命」的題項，是國外許多研

究在測量民眾奈米知識時所使用的問卷題目。到目前為止，在

人類歷史上總共有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由蒸氣機的發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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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十八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因為熱力學與電磁學等

理論發展漸趨完備而發生（十九世紀末）；第三次工業革命指

的是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因為電腦所產生的技術突破，而奈米科

技被認為可能是第四次的工業革命，會為當前的產業與技術帶

來重大的改變（馬遠榮，2002）。

［5］ Andrew Hayes 發展的 PROCESS SPSS 巨集，是一種測量中介效

果（mediation）與調節效果（moderation）的工具。在統計上，

它讓研究者得以同時檢視多個中介變項與自變項、依變項之間

的序列關係，也提供了間接關係的效果量（effect size），比過

去測量中介效果所使用的 Sobel Test 在步驟上更為簡便，也更

為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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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 

makes sense of an emerging technology -- nanotechnology, and its 
related policy.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n = 941), 
this study found that education, positive scientific values, Internet use, 
and benefit perception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ublic support, 
whereas risk perception and moral perception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These findings were largely in consistence with existent literature mostly 
generated from the U.S. and Europe about the limited rol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erm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cy of labeling nano-
products, the predictors were quite different. Only risk perception, moral 
conflict, and support for nanotechnology were found to correlate with the 
necessity of labeling in a positive wa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abeling 
and some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nanotechnology (risk and moral conflict) 
suggests that people may view labeling as a warm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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